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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IZHENGJIANDU 大家

睿智的学者 民生的使者
———访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公共财政研究
院高级研究员马国贤教授

●本刊记者 尹 情 杨 卡

他去过祖国最西边当支边青年，是当时财科所年龄最大的研究生，师从著名财政

学家许毅老前辈。 学有所成，潜心学问，为我国公共财政支出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也是我国最早洞悉绩效管理方向的学者，致力于农村税费改革研究、农村义务

教育和卫生支出绩效评价研究，主持了多项国家级重点课题，为推进农村改革和发展

不懈奔走献策。

他是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教育

支出绩效评价（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为人谦和低调的

马国贤教授。

最后一站：上海
所谓聪明，并不是说你什么都行，而是不在同一个地方栽两次跟头。 每个人都会栽

跟头，但是聪明人会总结经验。

———马国贤

马教授：我的经历非常简单。 1963 年在

江苏无锡上的高中，1965 年高中毕业后去新

疆农场当支边青年，属于农业工人。 1972 年，

我从巴楚总场调到巴楚县财政局。 那时正值

文化大革命时期，会计、财政相关知识基本都靠自学。 当时，我对政府的运作很好奇，想

知道在政府这么大的机构里资金是如何运行的。后来自己看了一些书，有一本是于光远

写的《政治经济学》，还有马克思的《资本论》，看了之后觉得学习经济学很有意思。 那时

候两派武斗，但都不冲击财政局，因为财政局要管发工资。 为此，我白天要上班，而且经

记者：马老师在业界很低调，关于您的

个人报道不多， 主要是从专业角度解

读财政领域热点。 请讲讲您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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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质量的义务教育”
一个家庭让孩子读好书，代表了这个家庭的未来；一个国家让孩子读好书，代表了这个国家

的未来。 ———马国贤

大家

常加班，只有晚上才有时间看书。文革结束后恢复了高考，我是 1980 年参加的研究生考试，在财政

部科研所上了三年研究生。 我比较喜欢研究学问，研究生毕业后，正好江西财经大学成立不久，缺

教师，我就过去了，在那里教了五年书。 后来调到浙江财经学院教了一段时间书，2000 年来到上海

财经大学任教，在这里教了 12 年书，上海是最后一站。

马教授：说起来，参加考研很偶然。 1980 年我因

公负伤住进了医院。躺在病床上看报纸，有一个广告

吸引了我：财政部科研所招收研究生。当时想也没多

想，觉得自己学了不少知识，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报名试试。 能考多少分完全没谱，当作是考着

玩，看看自己的水平。 当然，报了名之后观念就不一样了，既然要考，就不能考得不好太丢人，于是

开始正儿八经地准备考试。

当时主要考英语、政治和财政学三门课，没有教材，也没有指定书籍，主要靠自身积累。我把所

有能找到的书都翻出来看，由于县城里没有考场，南疆考生统一在喀什市考试。考完之后整个人都

快虚脱了，一点劲都没有，三公里路程走了三个多小时，到老乡家里喝了点稀饭，住了一晚，才坐他

的车回去。最后考试结果出来总体还可以，就是英语差了点。那年财科所财政学专业在全国的招生

人数是 5 名，我是其中一个。当时的财科所所长许毅老前辈说，这个学生这么远，考得还可以，英语

差点可以再学，算是破格录取了。 许老后来就成了我的研究生导师。 现在想想，考上研究生真是一

件很偶然的事情。

马教授：我在财科所读研时已经 35岁了，在所有研

究生里面年龄是最大的，压力非常大。 英语一直是我的软

肋，我的基础太差，记忆力也不好，当时一起进来的年轻

人学习很快。 为了补上英语这门课，毕业后我跟另一名研

究生一起翻译了一本英国的《税收经济学》，获得了中国税务学会的二等奖，这是最早的税收译著。

在财科所学习的三年，是我对财政学知识全面系统学习的开始。财科所的老师很好，讲稿都非

常具体，那时没有教材，主要靠老师讲。课余时间去图书馆查资料，因为之前在财政局工作过，财政

学知识学起来相对容易些。 我们是 1980 年初招进去的，9 月份才开学，在北京读了一年之后转到

武汉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原湖北财经学院）学习了一年，财大的学习比较规范。在财科所，除了本

所的老师授课外，还邀请了人大等著名教授，使我们能从不同的角度学习专业知识。

马教授：去了这么多城市，但是教师的身份是不变

的，到哪里都是讲课、做研究，只不过换了地方，办公桌

搬了个家而已。我在上海财经大学已经退休两年了，博

士生的论文还是认认真真指导，与他们讨论，提出修改

建议。 相对而言，北京和上海作为全国中心城市，研究的问题是全国性的，包括国际性问题，接触

的知识更加广阔，视野也相对宽广。这也是我最后选择留在上海的原因。2012 年 8 月，上海财经大

学成立了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我是高级研究员，帮他们做一些课题。

记者：从您的经历来看，读书改变了命运。

考研对于您而言，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记者：工作了 15 年之后，又重拾课本，

从新疆转到北京继续学习。在财政部财

科所学习期间，面临哪些困难？

记者：从江苏到新疆，再从新疆到北京、

江西、浙江、上海，这么多年辗转于祖国

东西部之间，您有什么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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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教授：1993 年，美国通过了《政府绩效与结果法

案》。1997 年我看到这个法案，预感到它将是中国政府

管理的改革方向，于是就开始研究它。2005 年，我编著

出版了《政府绩效管理》，这本书从研究政府管理和财

政管理的原理开始， 收集了我在 2003 年以来开展绩

效研究的相关案例，并介绍了绩效评价方法。 它在财

政部第一届许毅财经科学基金评审时，获得一等奖。

我是从 2003 年开始参与教育财政政策研究的。 当时全国义务教育矛盾非常大，财政政策不

清晰，中央财政收入有限，地方政府不愿出钱。 为此，财政部、教育部委托上海财经大学对农村义

务教育转移支付课题做调查并形成方案。 从 2003 年到 2005 年期间，我们一直在做这项调查，河

南、安徽两个省基本都跑遍了，还去了一些其他的地方，比如甘肃，特别是偏远山区和贫困地区。

调查之后，我们提出了一个解决路径，将教育经费分为三个部分：教师工资、公用经费、建设和修

缮费。 提出的基本观点为：义务教育应该是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但是可以通过中央转移支付来解

决地方缺钱的问题。 对于教师工资，由于农村教师也涉及乡镇干部工资，因而这个问题应该由地

方政府解决，而财力上困难的县，应通过一般转移支付来解决，以保证教师工资高于公务员工资

（至少账面上是这样）。 对农村义务教育的专项转移支付的重点是公用经费， 这也是办学最困难

的。我们提出了按生均标准，也就是按在校的每个学生标准来计算和拨付农村义务教育专项转移

支付款。 这有四点好处：一是与学校的支出匹配，也容易计算；二是通过国家确立最低标准，对达

不到标准的县给予转移支付，有利于实现最低公平的均等化目标；三是随着财政收入增长，标准

逐年提高；四是对不同财力水平的省，中央与省可以按不同比例分担，以发挥省级政府的作用。这

里，我们提出了一个“生均标准的最低公平”的概念。就是说，国家保障最低标准，地方若要做得更

好，可以超过这个标准，但要自己掏钱。 对于教育危房，我们建议主要由中央和省两级政府承担，

县里也出一点。 这项政策为国家采用，并沿用到现在。 现在看来，这是一项比较成功的政策。

马教授：在我看来，在解决义务教育财政投入问

题之后，下一步就是提高教育质量，办有质量的义务

教育。什么叫“有质量的义务教育”？这就要通过绩效

评价来促进教育质量的提高， 也是为了防止地方财

政拿了钱而没有用于义务教育上。 这是我们开展义

务教育支出绩效评价的理由， 它得到了财政部和教育

部的支持。

我们首先从西部找一些地区摸底，调查学校的管理现状。 跑了几个地方之后，确定在宁夏的

银川市开展调查。 由于该市周边县比较贫困，教育管理比较薄弱，假如这套义务教育绩效评价指

标体系能在这里行得通，那么全国其他省市也就能做到。 在宁夏开展了一个多月的调查后，我们

确定了一套基本的评价指标体系，包括毛入学率、教育质量、家长和教师满意度、实验室配备、图

书馆等标准。 指标建立起来之后，2005 年财政部在全国选了 4 个地区开展试点：江苏无锡、河南

郑州、宁夏银川和甘肃庄浪县。围绕这些指标对 4 个试点地区进行评价，反映出他们在资金投入、

教育管理、教育质量上差异很大。 这项试点不仅使大家认识到绩效评价的价值，也弥补了我国在

引入绩效的理念后在政策实践上的不足。 通过绩效评价试点，我们也发现了很多问题：城市教师

严重超编，而农村教师短缺；同时，经费管理上也存在着问题。 这项研究成为财政部、教育部制定

政策的重要依据。

大家

记者：2006 年，中国教育支出绩效评价

研究中心成立，您作为中心主任，是我

国最早一批开展绩效研究的学者。起初

怎么想到做绩效研究？

记者： 这实际上解决了义务教育中中

央和地方财政分权问题， 理清了各级

政府的职责，为农村义务教育提供了充

足的财力保障。 您正式开展教育支出绩

效评价研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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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教授：中心成立以后，我们评价了国家的一些

重大专项，也在各省做了一些项目，比如福建、河北、

江苏等省开展的义务教育支出绩效评价。通过近年来

持续推进教育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各部门对义务教育

的责任心增强了，财政投入的钱也增加了。 对孩子们

来说，教育不光是要让他们读书，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读好书，学到东西。 我有一句话：一个家庭让

孩子读好书，代表了家庭的未来；一个国家让孩子读好书，代表了国家的未来。如果能让全国的孩

子们接受良好的教育，那么中国未来的发展潜力是不可估量的。

我有一个切身体会的例子：80年代末期，浙江与湖北等省的财政收入差异不大，发展水平也基

本差不多。但二十年后，两者的经济发展差异非常明显，财政差距一下拉开。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

浙江人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尤其是基础教育。 在计划经济时代也是如此，因而农民的素质比较

高。 这是潜在因素，改革开放使能量释放出来了，在大家还不理解时，他们就能敏锐地洞察市场

前景，率先办起了工厂。 老百姓主动要求致富，而不是靠政府。 这说明了教育跟未来发展的关系，

希望在孩子们身上。

马教授：我们不仅做了义务教育支出绩效评价研

究，还做了高等教育支出绩效和继续教育支出绩效研

究，这些都是前几年开展的国家重点课题。 从 2007 年

开始，我们在做卫生支出绩效方面的研究。 近年来，国

家在农村卫生医疗上投入了很多钱，如何用好这笔钱

是关键。现在，每个乡镇都有卫生院。政府往往攀比投入，认为投入越多，机构越庞大，配备标准越

高，政绩就越大，这其实是一种误区。卫生支出绩效评价既要求卫生院配置达标，也要求统计他们

的看病工作量，即有效公共服务，包括医务人员的人均服务的工作量，以及服务质量，并综合评价

每个卫生院的绩效，平均计算出县市的卫生支出绩效。这样的评价有利于防止机构的官僚化，促进

卫生院搞好管理，发挥自身优势，增进为病人服务的质量。这个项目最早是在江苏省开始的，通过对

全省的卫生院进行绩效评价，发现了许多问题。比如，我们往往将乡镇都建设卫生院视为政绩，但有

些卫生院没有人去看病，尤其是城市周边的往往这样，于是我们建议撤消这些卫生院，将钱用于办

好边远乡镇的卫生院。 同时，它也促使卫生院通过开设家庭病床等服务项目来增加工作量。

马教授：通过近十年来的调查，总的来说有以下

几个结论：一是农村教育投入比较低，中央政策没有

落实到位；二是教师工资问题很大，农村干部和教师

工资问题都比较大； 三是普遍存在教育质量不高，大

多数学校只重视语文、数学，不重视外语，特别是农村地区英语学习很差；四是教育基础设备配置

不足，包括初中、高中的物理实验室、化学实验室、生物实验室以及图书馆等。这些基础配备不够，

设备使用也不足，该做的实验没有做。这些问题是普遍存在的，我们都向财政部反映了，并且提出

了解决对策。

我的感悟是：国家应该在教育上多花一点钱。 2003 年冬天，我们到河南省去调查时，当时学

生住的地方条件真差，宿舍的门关不住，窗户没有玻璃，用砖头堵起来的。 宿舍没有热水，要学生

自己去打水。 零下十几度的气温，就这种学习环境。 后来，我把这件事情向财政部领导反映说，我

们读书的时候是这种条件，是因为国家穷。现在经济发展了，社会富裕了，我们有条件让学生们过

大家

记者： 前面讲的这些是 2006 年之前开

展的研究，中国教育支出绩效评价研究

中心成立之后，在教育支出绩效研究方

面又有哪些成果？

记者： 您在教育支出绩效评价方面做

出的成果，对其他领域开展绩效研究也

是一种很好的借鉴。除了在教育领域开

展绩效研究，有没有向其他方向扩展？

记者： 您持续做了这么多年调查研究，

跑遍了全国东、中、西部地区，开展绩效

评价有哪些结论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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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好些。 我的理解是，无论国家如何困难，也要筹钱搞好义务教育，这是能够做好的。

另一个感悟是绩效管理很重要， 全世界政府都重视它， 是因为它包含着政府科学管理的因

素。比如，十八大指出，腐败问题治理不好将亡党亡国。而腐败的核心是两点：一是人事腐败，二是

财政失察。 它表现为财政无效率。 如果我们抓住了绩效，就会将制度中的问题揭示出来。 又如，我

国的法律、机构并不比西方少，而且看起来都很忙碌，但政府运行得不好，许多事没人管，官僚主

义、腐败、浪费三大难题始终解决不了，就是因为大家忙于做事，而没有绩效观念，因而工作效果

相互抵消，剩下的有效公共服务不多。 再如，绩效管理提出的以有效公共服务来评价政府职能，就

颠覆了“只要完成了领导交办的事就好，有没有效果无所谓”的行政观念。 绩效管理的核心是“一

观三论”，也就是花钱买服务、买效果的预算观，公共委托代理理论、结果导向管理理论和为“顾

客”服务理论。 这些既是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观念，也是转变我国政府行政的关键。 总之，在我看

来，绩效管理将是 21 世纪我国政府建设和科学发展的关键。

然而，绩效管理能不能搞好，不只靠领导重视，更需要科学方法。 只有按照科学方法建立的绩

效指标和标准，才能真实地评价出各项支出业绩，起到促进管理的作用，而目前在这方面，财政还

做得不够，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尤其是建设绩效指标库，十分必要。

改革也是一种“试错”
目前，国家改革中面临的问题很多，矛盾也很多。 改革者要有恒心，要运用方法。 宁可走慢一

点，想清楚了再做比匆匆忙忙开始要好。 ———马国贤

马教授：其实，研究财政监督首先要弄清楚的问

题是监督的原理，这是一个薄弱环节。 无论是财政监

督，还是人大监督、审计监督、人事监察等，都存在着

为什么要监督，监督有什么作用，主客体的关系，监督

事与监督人等关系的研究，这些是必须弄清楚的。 我

认为：一是财政监督有独立性，为此支持他们设局，以

减少行政干扰，独立发挥作用；二是监督有自身规律，应当研究监督的原理和方法，厘清这些，才

能按规律办事；三是科学监督是必然，所谓科学监督，也就是全面发挥纠偏、威慑、促进三大作用

的监督。 说到这里，我要讲两个故事。

我在贵刊《新年展望：坚持科学监督的正确方向》一文中曾经讲到一个故事。 达尔文在《物种

起源》一书中，曾经研究过为什么在非洲草原上，羚羊与猎豹都是跑得最快的动物。 经过研究他发

现，羚羊跑得快是因为猎豹要吃羚羊，猎豹把那些老弱病残的、跑得慢的羚羊了吃掉了，剩下的是

强壮的、跑得快的羚羊。 而猎豹跑得快是因为羚羊，那些老弱病残跑得慢的猎豹，因为抓不到羚

羊而饿死了，剩下的当然是最好的。 竞争的结果是，虽然这两种动物都跑得快了，但猎豹的速度

始终略慢于羚羊。 在这个故事中，若是没有了猎豹，羚羊就没有了天敌，会过度发展，遍布非洲

草原，个体也会弱不禁风，传染病蔓延。 可见，猎豹是推动羚羊种群发展的动力。

这是自然界的“共生现象”，实际上财政监督也有“共生现象”。 被监督者与监督者的关系犹如

羚羊与猎豹，如果财政监督是“实质性监督”，也就是“吃羚羊的猎豹式”监督，而不是像花瓶一样，

充当“形式”而不起作用，那么，它才能成为公共资金的“看护者和守护神”。 “实质性监督”只会清

除官僚机构中的腐败者，并不会阻碍政府依法行政和改革。 这与猎豹只会吃掉老弱病残的羚羊是

一样的道理。

大家

记者：从您的著作中可以看出，您写文

章深入浅出， 擅长用浅显的语言道明

深刻的经济学原理。 对于财政监督，您

如何理解这其中的“奥秘”呢？

22



财政监督 CAIZHENGJIANDU 2013 2

大家

另一个是古希腊的历史故事：达摩克利斯之剑。 相传，西西里国王有一个朋友叫达摩克利斯，

他经常埋怨自己的命运不济，而国王多么富有。为此，国王准备了丰盛的宴席招待他。达摩克利斯

在吃饭时，抬头看到自己座位正上方有一把用马鬃倒悬着的锋利长剑，眼看就要掉到自己头上，

吓得离席而逃。 这则故事讲的是威慑作用。 威慑能用低的成本去阻止某些人的行为。 财政监督应

当发挥威慑作用，使觊觎者不敢去做。 但是，它要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财政监督必须是实质性监

督，而不是走形式，“监而不督”。 也就是真的有柄锋利无比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二是监督信息应

当公开，使达摩克利斯看到剑就悬于头顶。若是剑锁在国王箱子里，就起不到威慑作用。这一故事

说明，实质性监督和信息公开是搞好财政监督的关键。

马教授：我的生活比较简单。 平时就看看书，锻炼

身体。我想做的事有三件：一是研究预算绩效评价，建

一个绩效指标库，把绩效评价引向科学，这也是英国

等国家做的；二是写一本财政监督的书，对监督的原

理和方法做一系统研究， 告诉大家怎样才是科学监

督；三是写一本关于王安石的书。 王安石是北宋的改革家，文学造诣很高，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但

他在历史上很有争议，有人说好，也有人说坏。 林语堂把王安石说得一无是处，而康有为、梁启超

却为他“平反”。 我想写一本通俗的小说，从另一个角度解读王安石。

王安石是重要的历史人物，他的生活却非常马虎。 有一次别人请他吃饭，在他前面放了一盘

鹿肉，他就把这盘肉吃完了，实际上并不知道自己吃了什么。 大家在猜，王安石是不是喜欢吃鹿

肉。 有人说不对，于是第二天就把一大盘青菜放到他面前，把鹿肉推到一边。 他只把青菜吃完了，

却不知道还有其他菜。 从这点可以看出王安石在生活上是很马虎的。

但是他在政府改革上却全然不同，当时北宋的财政问题很大，国家到了崩溃边缘，士大夫尊

古训，不思改革，怕担风险。王安石却不同，一心想拯救这个国家。他在鄞县当县令时，为解决水利

问题，进行了一个月调查，有时住在老百姓家里，有时住寺庙，甚至荒野。 他做地方官时政声很好，

经欧阳修等推荐，仁宗皇帝三次调他做京官，他都以各种理由拒绝了，神宗时才奉诏。 主要是朝廷

保守势力太强大，怕做不出名堂。

我想通过他的故事说明一点：改革是不完美的，是有风险的，但是社会也只有在改革中前进，

否则国家就会衰败。 这是千古道理。

马老师：我们正处在改革时代，国家的问题很多，

矛盾也在深化，改革才能渡过困难期。在改革上我有两

点想法：第一，改革者一定要有恒心；第二，改革要注意

方法。 王安石的失败是在方法上过快过急，致使“煮夹

生饭”。 我的理解是，改革宁可走慢一点，想清楚了再

做，要比匆匆忙忙做好。

实际上，王安石改革对我们的指导性很强。 我有一句话不知道对不对：所谓聪明，并不是说你

什么都行，而是不会在同一个地方栽两次跟头。 每个人都会栽跟头，但是聪明人会总结经验。 社

会改革也是一样，很多错误都不可避免。 实际上，改革也是“试错”。 现行制度、体制和机制不行

的，就得改革，通过改革寻找出路，而不能总在一个地方栽跟头，停滞不前。这也是我学习十八大

的体会。 ■

（本栏目责任编辑：尹情）

记者：虽然您现在退休了，却一直在进

行学术研究。 平时除了做研究，还有其

他的什么业余活动和爱好？

记者： 现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如火如

荼。 从王安石这个改革者身上，我们应

该吸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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